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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社会的注意力仍大量集中在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上，我国发挥制度优

势，严防死守，把生命安全和健康摆在第一位，竭

尽全力挽救生命，取得了疫情防控的阶段性胜利。

但全球疫情的形势依然严峻，未来一段时间内疫情

防控将成为常态化状态。非新冠肺炎如慢性非传染

性疾病对人民群众生命威胁并没有减弱。一方面，

伴有严重慢性非传染性疾病者感染新冠病毒后的病

死率显著增加；另一方面，在疫情爆发阶段，疫情

中的感染风险和疫情防控的医疗资源调集和挤兑，

导致常规医疗功能减弱，引发主要慢性非传染病的

病死率增加，产生“次生灾害”。后疫情时代，若

要更加有效的控制疫情对国民健康和社会活动的

严重干扰，减少次生灾害，需要以“全健康（One 

Health）”理念促进人类健康—动物健康—环境健

康协调发展，多学科专业统筹配合，推进社会协同

治理。

一、全健康（One Health）概念的
起源及阐述

“One Health”是一种多学科交流和协作，共

同致力于促进人类健康、动物健康、维护和改善食

物安全及生态环境的新理念与实践策略，其需要

在规划、政策、立法和研究方面协同作用，最终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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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更优化的公共卫生体系和公众健康效果［1］，所

涉及的领域主要包括：人畜共患病控制、食品安

全、抗生素耐药性应对、生态环境等。尽管“One 

Health”是个新名词，但其理念已很早被国际社会

认识，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希波克拉底就曾

提出的“公共健康依赖于清洁的环境”。19世纪中期，

德国医师及病理学家 Rudolf Virchow 认为人类医学

和动物医学间存在联系并提出了“人畜共患病”名

词，进入 21 世纪后，科学家们更注意到人类疾病

和动物疾病相似性。2003 年 William Karesh 认为

人类、家畜和野生动物健康不能割裂讨论，提出

“One Health”名词［1］。近期，国内上海交通大

学医学院的陈国强院士提出将“One Health”翻译

为“全健康［2］”，建议整合完善与健康相关的法

律法规体系，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层面切实贯

彻“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思想，为人类健康

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 

二、法医学科对“全健康”社会治
理的作用

（一） 新冠疫情期间法医学科的作用

在武汉新冠肺炎爆发、社会恐慌之际，2020 年

2 月 16 日我国法医学者刘良团队克服各种困难实施

了 COVID-19 死亡全球第一例系统法医尸检［3］，2

月份病理学者卞修武院士团队［4］也报道了 3 例新

冠肺炎死亡后多部位微创穿刺的病理发现。此后这

些发现写入中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第七

版）［5］，对临床诊疗发挥了重要作用。4 月初美

国法医学者［6］也报道了 2 例系统解剖案例，5 月初

德国法医学者［7］回顾研究了新冠肺炎期间系统尸

检案例，发现 COVID-19 血栓发生率高，而且疫情

期间部分患者死亡原因不是 COVID-19，对疫情期

间的公共卫生和疾病与健康管理有重要参考价值。

笔者团队也在武汉“封城”及整个疫情期间接受各

地公安或疫情防控指挥部委托开展了 10 余例尸体

解剖，为各地科学的解决疫情相关的社会稳定和治

理问题发挥了作用。法医和病理学者在直接暴露于

病毒“暴风眼”、传染风险极大、尸检条件尚不完

备情况下，勇于担当，积极承担尸检任务，寻找病

理和病因机制，尸检病理学发现，逐步完善了的

COVID-19 的认识，协助病情判断和治疗，为此类

影响全人类健康的重大疾病的诊疗提供了第一手重

要依据和资料。同时法医学者通过尸体解剖，探究

病毒在体内的分布情况，也对疫情期间“复阳”问

题的原因判断和粪口传播问题给以有价值的分析，

解除了民众的困惑和恐慌，稳定社会抗疫进程。

（二）法医学科对基础医学、临床医学的作用

我国绝大多数尸体解剖由法医完成，包括刑事

案件、涉及赔偿的民事案件、重大灾害事故、交通

事故、医疗纠纷、职业病相关的死亡、吸毒相关的

死亡及不明原因的死亡等［8］。这些尸检资料和样

本材料为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和其他生命科学研究、

疾病的诊疗提供了基础和支撑。随着人类活动的多

元化扩张和生态环境的变化，各类新发、未知疾病

的不断出现，在环境改变相关疾病（环境法医学）

［1］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One health［EB/OL］．［2020-10-22］．https://www.who.int/news-room/q-a-detail/one-health

［2］陈国强．中国开展全健康理论与实践研究势在必行［J］．科学导报，2020（5）：5．

［3］刘茜，王荣帅，屈国强，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死亡尸体系统解剖大体观察报告［J］．法医学杂志，2020（1）：

21-23．

［4］姚小红，李廷源，何志承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3 例遗体多部位穿刺组织病理学研究［J］．中华病

理学杂志，2020（1）：1-16．

［5］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关于印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的通知［EB/OL］．［2020-3-26］．

http://www.nhc.gov.cn/yzygj/s7653p/202003/46c9294a7dfe4cef80dc7f5912eb1989.shtml.

［6］Barton L M，Duval E J，Stroberg E，et al．COVID-19 Autopsies，Oklahoma，USA［J］．Am J Clin Pathol．2020：

1-9．

［7］Wichmann D，Sperhake J-P，Lutgehetmann M，et al．Autopsy Findings and Venous Thromboembolism in Patients With 

COVID-19：A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J］．Ann Intern Med，unpublished．

［8］侯一平．“十三五”法医学科学研究发展战略思考［J］．中国司法鉴定，2016（2）：5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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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法医学尸检研究是填补医学研

究空缺的重要手段，从全健康社会治理（包括公共

卫生、公众健康、环境健康等）的角度，这些问题

的解决离不开法医学科的作用。

猝死的原因、机制和预防一直医学重要问题，

法医病理学家［1］对不明原因猝死机制、分子遗传

学研究一直处于各类医学的领跑和前沿，为猝死的

预防和健康管理提供了重要参考。

医疗纠纷尸检也是我国法医工作的重要内容，

这些尸检工作对于医疗过程中疑难病例寻找病变和死

因、解决临床问题和医疗纠纷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和

依据。客观上，法医解剖也在医学教学中的发挥“活”

标本作用，是医学研究中最真实样本来源［2］［3］。

（三） 法医学科对死亡和疾病信息、公共卫

生与健康的作用

法医学是医学学科，也是为司法服务的一门鉴

识科学［4］，更重要的是为人民群众的健康和公共

卫生服务。目前我国的死因统计、疾病监测的准确

性还需要进一步提高［5］，法医学结合法学和社会

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建立了死亡原因的分类方法，对

死因推断更加准确，有利于完善我国死因和疾病谱

的准确统计、更好推进健康管理和疾病预防政策的

制定。这次全球蔓延的疫情中法医学尸检对疾病的

认识、死亡原因构成的判断发挥了重要作用［6］。

未来，在“全健康”理念的社会治理中，法医学科

在死亡原因调查、重大传染性疾病的发现和诊断、

公共卫生事件（法医毒理学、毒物学）的调查中将

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四）法医学对现代法制社会治理和法学、

社会学科的作用

法医学是研究并运用医学知识解决有关司法问

题的综合学科［7］。法医学的研究和鉴定工作在人

身损害残疾程度的评价体系和规范、医疗纠纷的预

防与控制方面的作用必不可少［3］［4］，也为我国保

险理赔、社会稳定、医患关系的和谐改善发挥了重

要作用。我国当代法医学经历了近四十年的快速全

面发展，已由边缘学科逐渐发展成拥有独立的基础

理论和完备的分支学科体系，支撑领域和解决的涉

法专门性问题越来越广泛，对我国司法审判实践的

贡献越来越大［4］。

三、法医学科的现状、挑战及对公
共健康发展的影响

在全球新冠疫情期间，法医学科对新冠肺炎的

诊疗和减少恐慌、维持社会稳定中发挥了“侦察兵”

作用。但随着法制社会发展、公共卫生和健康社会

需求，法医学科也面临挑战和发展机遇，学科体系

需要重新审视和构建，从而更好的发挥作用。

（一）教育培训和学科设置不合理

在法医学教育培训体系上，我国法医学科体系

不同于现代医学、法医学起源较发达的欧美、日本

等国家或地区［8］［9］［10］［11］。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

［1］郑大，殷坤，郑晶晶，等．心脏性猝死的法医学研究进展［J］．法医学杂志，2017（5）：457-469．

［2］何方刚，孟祥志，宋明，等．123 例医疗纠纷尸检与临床诊断的比较［J］．武汉大学学报（医学版），2011（4）：

526-530．

［3］He F G，Li L L，Bynum J，et al．Medical malpractice in Wuhan，China：a 10-year autopsy-based single-center 

study［J］．Medicine （Baltimore），2015（45）：1-10．

［4］丛斌，宋随民．廓清法医学学科体系 完善法医学概念内涵［J］．中国法医学杂志，2019（2）：109-112．

［5］胡建平，王黎君，杨功焕．中国城市居民死因统计资料准确性评价研究［J］．中国卫生统计，2007（2）：124-

128．

［6］Wichmann D，Sperhake J-P，Lutgehetmann M，et al．Autopsy Findings and Venous Thromboembolism in Patients With 

COVID-19：A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J］．Ann Intern Med，unpublished．

［7］Wecht C H．The history of legal medicine ［J］．Am Acad Psych Law，2005（33）：245-251．

［8］陈永生．域外法医鉴定机构设置的特征［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0（1）：101-106．

［9］拜荣静．中外法医学教育比较研究［J］．高等理科教育，2006（6）：65-68．

［10］王保捷，丁梅，官大威，等．高等医学教育《法医学》课程设置的意义［J］．中国法医学杂志，2013（2）：175-176．

［11］李玲，Fowler D F，刘良，美国马里兰州法医学制度［J］．中国法医学杂志，2003 （4）：256-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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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首创了在高等医学院校开设法医学本科专业人

才培养模式，这种“短而快”法医人才培养模式解

决了特定历史时期法医人才数量不足问题，在我国

法制化建设的快速发展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发

展 40 多年来尚未建立严格规范的专业人才资格认

证制度、完善的毕业后教育培训体系以及“专家型”

人才培养模式。

在学科设置上，法医学没有真正置入“全健康”

理念的医学系列，将法医学科定位于特种医学的

一个分支，证据意识教育较强，但医学理论学习

和实践能力培训偏弱，这种设置导致我国法医学

科被医学学科边缘化；尤其法医病理、法医临床

学科与临床医学专业教学培训体系脱节，导致法

医病理学和法医临床学科成为明显区别于临床医

学的特殊学科。法医专业学生虽然学习内容涵盖

了临床医学专业全部内容，但医学知识学习“全

而浅”。由于学生缺乏真正有效的临床医学学习

和培训经历，他们对损伤和疾病的理解不够系统、

深入，在法医鉴定工作中对死因分析、医疗行为

评价、伤残评定可能出现系统偏差，对损伤、伤

残鉴定标准中法定条款的机械理解、生搬硬套，

容易出现错误。另外，法医专业学生不能参加执

业医师资格考试，无法获得执业医师资格，也严

重影响了法医专业学生学习临床和基础医学知识

的积极性。基于专业门槛限制，不愿从事法医职

业的法医专业学生不能从事临床医学，而少部分

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生在从事法医职业时因为未受

过法医专业基础、系统的教育培训，其后续培训

时间更长。

另一方面，临床医学专业学生的法医学教育未

普及甚至缺失，导致临床医学毕业生或执业者欠缺

法医学知识，对于执业医师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和

潜在的执业风险缺乏了解，对执业中面对的法律问

题无法解决，上述存在的问题对防范医疗纠纷风险、

提高医疗质量非常不利［1］。这些问题既不利于临

床医学和法医学专业人才的培养，也是影响法医学

科长远发展的瓶颈。

（二）对国家公共卫生和健康体系建设的影响

在医学史上法医学为发现新发疾病和公共卫

生事件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人类活动扩张和环

境的变化，环境、职业或毒物相关的死亡、大型

突发事件引起的群体性死亡以及传染性疾病相关

的死亡将会越来越多，这些都涉及到公共卫生和

公众健康问题，若要清楚获取死亡原因或追溯病

因，需要具有丰富经验的法医学专家、临床医学

专家、流行病专家、毒理专家配合，并需要结合

死因调查、以及生物、理化等知识分析才能发现

新疾病的特点，促进新发疾病的诊疗、为疾病的

预防、公共卫生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但现

在独立设置、被边缘化的法医学人才培养体系，

导致法医人才的培养重心偏向于为刑事案件的侦

查服务，其知识体系越来越难以胜任死因和疾病

诊断工作，并且有恶性循环的趋势。这些现象的

导致法医成为只懂破案的医学“侦探”，背离了

医学“专家型”人才培养模式。

目前我国死亡证明书的签发平台存在不科学统

一问题，致使疾病和死亡信息的统计准确性也影响

我国疾病和人口健康的管理［2］。在美国等法医体

系发达的地区，除了医院内因疾病死亡的由医生签

发死亡证明（死亡原因明确）外，其他各类死亡均

由法医病理学家或验尸官签发死亡证明并明确死亡

原因，对有疑问者实施解剖，这既可以保障对全国

人口死亡原因和疾病谱的准确统计分析，也可及时

发现人群中新发异常疾病并及时处理［3］。笔者访

学的马里兰州（人口六百余万）法医中心［4］，每

年审核签发死亡证 1 万余例，其中 5 千余例需系统

解剖，包括大量的中毒和猝死病例；另外其通过尸

检也建立了较完备的组织库（脑、心脏等）。

交通事故死亡原因的判断和研究也是法医学鉴

定和研究的重要内容，这对受伤死亡人员损伤特点

的研究，提出对车内人员、行人的保护的建议，促

［1］王保捷，丁梅，官大威，等．高等医学教育《法

医学》课程设置的意义［J］．中国法医学杂志，2013（2）：

175-176．

［2］胡建平，王黎君，杨功焕．中国城市居民死因统

计资料准确性评价研究［J］．中国卫生统计，2007（2）：

124-128．

［3］McGivern L，Shulman L，Carney J K，et al．Death 

Certification Errors and the Effect on Mortality Statistics［J］．

Public Health Rep，2017 （6）：1-7．

［4］李玲，Fowler D F，刘良，美国马里兰州法医学制

度［J］．中国法医学杂志，2003 （4）：256-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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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工业部门研发生产更安全的交通工具，加强了公

共安全，这也符合《“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

的要求。

（三）法医司法鉴定管理体系和信息化不统一

从法律和政策层面，司法鉴定系统没有统一的

宏观管理部门，不同部门的鉴定管理模式不同、技

术水平参差不齐，导致死亡和疾病诊断难以统一规

范，甚至出现大量错误。以法医学科的核心专业法

医病理专业为例：（1）在人员分布上，绝大部分从

业人员为警察系统内的侦查技术人员且系警察身份，

主要精力是现场调查而不是法医专业工作，专业上

也基本只开展命案大体尸检（多数只是结果导向性

的局部解剖），其死亡案件信息属于公安管理系统；

（2）院校法医病理工作者，有专业优势，但基本工

作模式是“游击战模式”，哪里需要尸检就去哪里，

大部分尸检在各地殡仪馆进行（解剖室条件简陋），

由于条件限制，尸检程序很难标准化、规范化，其

死亡和疾病信息管理纳入司法行政管理系统；（3）

社会鉴定机构的大部分法医病理执业人员仅仅只能

完成病理尸表检验和大体解剖的工作，不能胜任组

织病理学工作，院校和社会鉴定机构的涉及的死亡

和疾病信息管理纳入司法行政管理系统；（4）高等

院校或医院的普通病理工作者基本限定于外科病理，

很少能够开展系统的病理尸检工作。这种分散、粗

放式法医司法鉴定工作和管理模式是常态，导致我

国法医学鉴定和研究的科学性大打折扣。

人口疾病和死亡信息是国家制定公共卫生和健

康管理政策的重要参考。目前分散、粗放式法医司

法鉴定管理模式，导致法医鉴定中涉及的死亡和疾

病信息（如传染病、重要罕见疾病、死亡信息等）

也没有纳入国家卫生健康管理部门的信息管理系统

中，会导致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和安全事件不能正常

纳入国家整体健康管理体系，影响国家“全健康”

治理模式的实施和研究。

这次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COVID-19）严重

威胁人类健康，病理尸检对明确病变特点、病毒分

布和靶点及作用机制非常重要，但我国因为法医司

法鉴定管理体系不完善、条块分割的原因。我国

作为疫情发现最早的地区，分散的开展了一些尸

检，但无法统一、规范、标准化、系统的分析相关

数据。由于不同于德国、美国等法医学者的报道

价值［1］［2］，我国的循证医学价值和科学性大打折

扣，鉴定和研究水平不能走向更高的台阶，留下很

多遗憾。因此，上述问题的解决，我国就需要构建

更科学的现代法医学科体系。

四、法医学科体系构建的模式

目前我国法医系统为多龙治水状态，条块分割

明显，既利于法医学科的发展，也不利于法医学科

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协同发展，更不利于调查和发

现新发疾病和公共卫生健康事件。因此，我国亟需

构建现代法医体系。

（一）法医学与法庭科学概念不清晰

国 际 惯 用 概 念 中， 法 庭 科 学（Forensic 

Science）是指运行科学知识解决法律问题的学科，

其学科领域包括医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

环境科学、人类学等学科 ［3］；法医学（Forensic 

Medicine 或 Legal Medicine）是运用医学专业知识解

决死亡原因、死亡时间、损伤、伤残或其他法律问

题的学科。法庭科学比法医学概念广泛，前者包含

后者［4］。我国的法医学概念［5］是指应用医学、生

物学及其他自然科学的理论与技术，研究并解决法

律实践中有关医学问题的一门医学科学，类似于国

际通用的法庭科学概念，导致法医专业人才学习的

知识“全而浅”，不符合“精英化”“专家型”法

医学人才的培养和执业需要。

（二）法医学科教育培训体系重构

目前国内的法医学专业设置是历史的产物，因

［1］Barton L M，Duval E J，Stroberg E，et al． 

COVID-19 Autopsies，Oklahoma，USA［J］．Am J Clin 

Pathol，2020（2）：1-9．

［2］Wichmann D，Sperhake J-P，Lutgehetmann M，et 

al．Autopsy Findings and Venous Thromboembolism in Patients 

With COVID-19：A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J］．Ann 

Intern Med，2020（5）：115-117．

［3］Brenner J C．Forensic Science：An Illustrated 

Dictionary［M］．CRC Press，2004．

［4］Wecht C H．The history of legal medicine［J］．Am 

Acad Psych Law，2005（33）：245–251．

［5］丁梅．法医学概论［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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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而浅”的培养模式，导致法医专业培养的学

生医学专业基础不牢、知识面窄，而法律知识也仅

熟悉皮毛。这种体系中培养的人才，因医学知识局

限，不利于对死亡案件中疾病的准确诊断、发现和

死因分析，不利于《“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

的实施和“全健康”社会治理，不利于普通高等教

育体系中大学生“通识教育”培养，而且知识的局

限性也导致就业局限，被临床医学专业排除在外。

法医学人才要走“精英化”“专家型”人才之路，

必须让法医专业教育回归大医学专业（可以设置临

床医学专业法医学方向），经过医师考试获得执业

医师资格。若要取得法医鉴定人资格，需要进一步

参加相关的法医知识和法律培训，考核合格后授予

法医鉴定执业资格。这样通过后续的继续教育和培

训模式转化为法医司法鉴定人，既保证了法医鉴定

人的厚基础、宽知识面的专业能力和医学素养，也

能更好发挥和体现法医鉴定的严谨、客观、公正的

司法属性，促进法医鉴定人的“精英化”“专家型”

人才培养模式。以临床医学专业分科为例，临床医

学专业中外科专业不可或缺，但在医学专业教育中

没有将外科独立设置，而是 5 年大学通识教育后，

经过规范化培训或研究生阶段学习确定专业，再通

过后续不断的培训、经验积累才可以成为合格的外

科医生。

（三）法医司法鉴定体系重构模式的建议

随着社会法制进步和法医学的发展，法医不能

再继续仅仅依靠眼睛观察的“土埂火种”检验鉴定

模式，很多损伤和疾病的准确判断需要结合死后影

像学检查（CT、磁共振等），各种环境毒物中毒、

新型毒品中毒的发现需要精密的检验检测设备，标

准化的尸体解剖和法医检验过程需要规范化、条件

完备的场所，所以我国法医学科要想可持续的发展

就需要建立现代化、集约化的法医司法鉴定中心。

集约化的司法鉴定中心包含病理检验、理化检验、

生物和痕迹物证检验、影像学、电生理、辅助诊断

等仪器设备，具备条件的司法鉴定中心可以集成车

辆痕迹检验和法医检验，建立交通事故司法鉴定研

究机构。

法医学鉴定不同于其他法庭科学鉴定，不仅是

关系到单个司法案件的科学、公平和正义，而且关

乎公共卫生与健康、疾病与死亡管理等问题，应实

行严格的特许，以公益事业单位的模式管理，根据

地域和人口数量，分级分类设立独立运行的法医司

法鉴定中心 / 所。法医中心同时进行地区死亡病例

审核和信息登记管理，服务公共卫生和大健康，也

有助于完善人口疾病谱的调查、医疗质量控制和医

疗纠纷处置。

模式一：按照行政区划，分别设立中央级、省

级和县市级法医中心，独立于公检法等司法部门，

由各级政府直接监管，运行经费由各地财政预算划

拨。专业管理由司法行政或卫生部门按照卫生或刑

事技术系列统筹管理，业务活动按照现有模式与公

检法部门衔接。现有的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

和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分别确定为中央级法医司法

鉴定北方中心和南方中心，作为国家级法医鉴定的

统筹协调、研究和中央级层面的鉴定机构；各省法

医中心作为省级法医司法鉴定统筹、疑难案件鉴定

机构；县市级设立法医中心，作为日常法医鉴定机

构，根据地区特点可以在偏远的县区设立派出机构。

法医鉴定的人员和工作重心应置于县市级法医中

心。管理方面可以参考现代公立医院管理模式建立

现代法医中心管理制度。

模式二：在现有中央级的法医鉴定研究机构

（如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公安部物证鉴

定中心）基础上，司法行政部门和卫生部门联合

各地高等院校共建法医学研究所 / 中心，作为各地

的法医司法鉴定和研究平台，既可以保障法医司

法鉴定的社会需要，也充分利用院校人才、技术

优势作为法医人才的规范化培训和继续教育基地。

法医鉴定费用采用政府购买模式，专业上列入卫

生行业统筹管理，司法鉴定业务由司法部门按照

法定规则监管。

为适应社会对法医鉴定日益增加的需求，鼓

励条件较好的区域医疗中心设立法医科，开展法

医病理、法医临床、司法精神病类鉴定。适度开

放社会资本建立法医鉴定机构，并纳入公共卫生

与健康、疾病与死亡管理体系。

五、结语

当前的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严重威胁人类健

康、改变了人类和社会生态，随着人类活动的多元

化扩张和生态环境的变化，未来各类病毒、微生物、

食物和环境问题都可能不断威胁人类健康。后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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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需要以“全健康”理念的创新社会治理模式、

构建全人类健康命运共同体。法医学科的发展不

仅关乎人民群众在每个司法案件中体验的公平和正

义，也关乎国家公共卫生和人民群众的健康安全问

题，法医学科的良好发展必须适合其特点、回归其

应有的医学本位，以医学服务法治社会治理的集约

化现代法医中心管理体系，推进法医学科更好的服

务于公共卫生健康体系和国家法制建设，推进“健

康中国 2030”实施和“全健康”社会治理。

（责任编辑：田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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